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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教育場域與知識群體的形塑 
—— 兼論中共首批蒙古族黨﹑團員的誕生

齊 群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  本文以“土默特蒙古青年”為考察對象，討論了

這個群體的形成背景、求學經歷以及身份認知的轉向。

通過分析具體歷史情境下作爲微觀教育場域的“北京蒙

藏學校”，本文討論了土默特蒙古青年這一中小知識份

子群體形塑和革命發生機制，認為教育經歷、文化氛

圍、空間結構等場域內多重要素共同促成了這個群體的

成長和革命轉向。

關鍵詞 土默特蒙古青年、北京蒙藏學校、場域、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國最大主題也許就是“革命”
1
，那麼中國的革

命何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發生？其原因和動力機制是什麼？

回答上述問題，“知識份子”群體的作用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

此前，國內外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大多集中於階級壓迫或中國革命

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內在張力等問題。1967年，邁斯納（Maurice 

Jerome Meisner）以李大釗為研究中心，關注了中國知識份子接受

馬克思主義的過程
2
，“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獨立的身份群體要素

首次納入中國革命史的分析之中。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擴展了“知識份子”群體的考察範圍，通過對康有為、魯迅和丁

玲的人生歷程展現了近代知識份子愛內外危機下投身政治活動的

思想糾葛
3
，將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討論融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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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的議題從共產主義革命擴展到整

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革命。羅志田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新文化

運動中，胡適代表的一代知識份子從“文化復興”走向“政治解

決”的糾結轉變。
4
 陳永發則聚焦于五四之後知識份子的性格與

其在法、俄思想主義選擇之間的關係，指出了激進主義與共產

主義革命之間的思想關聯。
5
 王奇生從實證的角度指出中小知識

份子是國民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國民黨的

革命策略執行。
6
 石川禎浩則強調中國知識界在近代與日本的緊

密關係，進而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從日本傳入中國及其與中國共

產黨成立的關係。
7

那麼，除了常論的思想和政治條件，知識份子在微觀層面又

是在怎樣的心態和社會條件下轉向革命？其自身特質又給革命帶

來了什麼樣的內容？王汎森以“煩悶”為切入，深入分析了新文

化運動知識份子的個體心態，舊觀念破除帶來的生活秩序解體讓

他們迫切需要新的倫理理念指導自己的行動，在此基礎上知識份

子轉向“主義”並走上革命道路。
8
 應星則利用社會學“場域”的

概念，從制度和精神兩個方面考察近代教育體制轉變，以及身在

近代教育“場域”中不同層級的知識份子在轉變中形成的精神氣

質，同時這些“場域”帶來的地緣、學緣和風氣也深深地影響了

不同地域的革命形態。
9
 與之類似，孟慶延深通過描摹教育“場

域”，考察了浙東學術傳統和浙江省立六師對於王觀瀾這一中小

知識份子的形塑作用，進而分析了以之為代表的黨內技術幹部在

土地革命中階級劃分的作用。
10

“教育場域”帶來的制度、精神、地緣、學緣、思想風氣

等諸多因素，突破了傳統思想史和政治分析路徑的單一，對於考

察知識份子與近代革命的關係增益良多。那麼如何理解地緣、學

緣、思想風氣等等因素在具體歷史情境下的相互碰撞以及對歷史

行動者的影響？本文以中共首批蒙古族党、團員為例，嘗試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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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的層面考察教育場域對於知識份子的形塑，特別是考察這一

群體如何走上革命道路。

中共首批蒙古族党、團員是中共革命歷史上一個特殊現象：

來自北京蒙藏學校的歸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在1923年至1925

年集中走上了中共的革命道路，不但成為中共最早的少數民族

党、團員，也發展為內蒙古地區近現代歷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

力量，這其中的卓越代表就是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烏蘭

夫。北京蒙藏學校也因為培育了這一批革命青年而被稱為“內蒙

古革命的搖籃”。
11

對於這樣一個特殊的革命現象，本文關心的具體問題是：

是哪些社會歷史因素促成了這個群體的產生？這個群體在北京

蒙藏學校這個微觀的“教育場域”中又如何成長並集中走向中

共的革命道路？

一  綏遠的“新文化”青年

1923年10月，李裕智、吉雅泰、孟純、烏蘭夫、佛鼎等歸化

城土默特（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與包頭地區）
12
 蒙古青年以官費身

份來到北京蒙藏學校開始求學生活，甫一入校即遭遇校產變賣案

和財政拮据、停止官費的飄搖窘境。在一系列的變故中，土默特

學生並未如常人所想的那樣因身處塞北邊地而閉塞懵懂，相反，

他們與校方、主管部門蒙藏院開展了激烈的鬥爭。鬥爭引起了校

外各方社會勢力的關注，最終這群青年一起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

革命道路。

出身塞北邊地的歸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何以有如此強的覺

醒意識，敢於同校方乃至蒙藏院開展鬥爭？他們在進入北京蒙藏

學校之前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個較為統一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文化心

態？這就需要從綏遠的“新文化”運動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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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歸綏與北京相距不遠，但“新文化”和五四運動之風

吹至綏遠要遲至1920年代。1921年7月京綏鐵路通車，綏遠始與

內地有了更加緊密的經濟文化往來。此前，綏遠地區的文化氛圍

仍然落後保守。當時歸綏城內只有一家書店，出售的新書還只是 

《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廿年目睹之怪現狀》之類的晚清

官場小說，以及早期鴛鴦蝴蝶派駢賦體的《玉梨魂》《芸嵐日

記》等。本地報紙只有老同盟會員王定祈創辦的《一報》（後改

名為《西北實業報》）。中學教課雖然在學科上比較豐富，但國

文史地仍然以文言文為主。
13

將“新文化”思潮引入歸綏的是薩拉齊縣（今包頭市土默特

右旗）人祁志厚。他於1916年自綏遠最高學府歸綏中學畢業後考

入北京師範大學，1920年大學畢業即任歸綏中學校長。
14 1921年

3 月，歸綏中學招收補習班一班（後改為中學第十一班），因是其

任內招收的第一批學生，故祁志厚特別用心，專門請來北師的同

學李廣和擔任該班國文教員。李廣和在國文課上不教授文言文，

改教白話文，開始傳播“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新思潮。這在學

生中掀起了新文化的高潮。不久綏遠官方以“過激分子”的罪名

將李廣和驅逐出境。
15

這時，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學生李裕智、吉雅泰開始嶄露頭

角，他們是歸綏中學十一班活躍學生的代表。他們倆在學生中比

較年長（二人均為1901年出生，時年20歲，較同班同學年長2 至

3 歲），與李廣和接觸較多，受影響較深。翌年春季開學後，十

一班的學生以他們二人為中心，組織起讀書會，閱讀新書籍、新

報刊。
16
 京綏線開通後，歸綏城的郵電事業發展起來，外地新報

刊、書籍都能快速及時進入。歸綏中學的學生在1922年上半年就

能夠閱讀到“高語罕的《白話書信》、亞東版汪原枚等人新式標

點的有胡適序論的《紅樓夢》，上海益群書社重印合訂本《新青

年》，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時報》的副刊《學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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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和北京《晨報副刊》、胡適、康白情、俞平伯等人的白話

詩集”
17
。同時他們還開始用白話文寫文章、寫信，遂導致與教

授傳統文言的老師之間的矛盾。1922年上半年，歸綏中學學生們

便驅逐了一位教古文的老學究。下半年，綏遠師範學校成立，歸

綏中學十一班的吉雅泰、楊令德和董怡轉學報考，入學一周後便

因校長、本地士紳榮祥在國文課上攻擊白話文而與之發生爭執，

最後被開除出校。
18
 新文化運動在綏遠的傳播效果可見一斑。

京綏線的開通也推動了兩地文化交流，特別是在京綏遠人回

鄉傳播。1922年上半年北京大學畢業的薩拉齊人白映星來十一班

講課，介紹杜威、胡適以及五四運動後的情況。同時北大讀書的

薩拉齊人陳志仁組織綏遠旅京同學會的同學暑假回來在歸綏公演

話劇。
19
 陳志仁1919年考入北大中國文學系，他聯絡在京綏遠學

生組織“綏遠旅京同學會”，為擴大影響，在京綏遠學生排演了

《孔雀東南飛》《一元錢》《愛國賊》等“文明戲”（話劇）。 

1922年暑假，旅京綏遠學生到歸綏借用舊城“同和戲園”首演 

《孔雀東南飛》。
20
 公演前，劇團在歸綏中學排練，歸綏中學的

師生也有參加演出。
21
 這拉近了綏遠青年學生的距離。在北京蒙

藏學校讀書的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學生榮耀先、孟志忠作為綏遠旅

京學生也參與到這次活動中，與在歸綏中學讀書的蒙古學生李裕

智、吉雅泰緊密地聯繫起來。
22

“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思潮在綏遠的傳播開啟了學生思

想，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紀念“五七”國恥、反對二十一條

等活動在青年學生中具有相當的號召力。
23
 於是1923年5月7日發

生了青年學生在“國恥”遊行中砸“盛記”洋行的事件。

事件導火索是日本拒絕中國政府取消二十一條，收回旅順、

大連租借地的要求。3月25日、26日，滬、京學生相繼舉行示威遊

行，抗議日本帝國主義行徑，在全國掀起抵制日貨的浪潮。
24
 此

時歸綏城內中小學，已經多有成立學生自治會。1923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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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索還旅、大，各校學生在歸綏中學集會，議決成立全區學生聯

合會，並結隊遊行講演，路上學生勸導盛記貨莊老闆停售日貨遭

拒。次日學生遂砸毀該貨莊。
25
 歸綏中學的李裕智、吉雅泰領導

了這次運動：在中學校內，他們聯繫本班同學楊令德、武紹文，

分頭串聯、鼓動本校同學上街宣講。
26
 對外校，他們聯絡土默特

高小的蒙古族學生，雲澤（烏蘭夫）、奎壁、趙誠、多松年、雲

潤等參與其中。在這次運動中，李裕智事前佈置，吉雅泰聯繫串

聯，孟純在當天演講鼓動，土默特高小的蒙古族學生具體執行。
27

經過此次運動，歸綏中小學中形成了一個“新文化”思想蒙

古青年學生群體。在思想文化和精神氣質上，他們深受新文化影

響，秉持樸素的愛國情感，富有行動力和組織力。1923年暑期，

北京蒙藏學校重啟中學班招生，應屆政治經濟預科畢業生榮耀先

承擔返鄉招生的任務，他聯係了此前熟悉的李裕智、吉雅泰、孟

純等人，然後擴大到土默特高小的雲澤等人，說動土默特旗給予

官費，由此開啟了土默特蒙古青年的北京求學之旅。
28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緣而非族群的因素才是綏遠地區“新

文化”思想傳播的主軸，無論是祁志厚、李廣和還是白映星陳志

仁，他們都是作為“綏遠人”從北京會想傳播新思想，而且他們

與綏遠地方士紳、自治促進會會長李正樂關係緊密。
29
 因此在這

個教育場域下，土默特蒙古青年實際上仍是綏遠地方文化群體的

餘緒，“綏遠人”是他們基本的身份，族群因素只在行動組織、

進京求學中起到群體內聚的連接作用。

二 走入“新學校”

1923年10月，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離開歸綏前往北京蒙藏

學校求學，這群剛剛經歷過學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學生在北京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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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學校並未順利地開始學業，而是開始了新一輪運動：兩次驅逐

校長，為家鄉人請願，停發官費。這讓他們和蒙藏學校校方、蒙

藏院官方產生了嚴重衝突。那麼以求學為目的的土默特蒙古青年

為何在北京蒙藏學校捲入激烈的社會運動？本節從蒙藏學校的緣

起、師生結構等方面分析原因。

北京蒙藏學校籌辦于民國元年（1912年）11月，為蒙藏事

務局呈文合併前清咸安宮學、唐古忒學、托忒學及理藩部蒙古

學而成。
30
 時任蒙藏事務局總裁的貢桑諾爾布本為清末內蒙古卓

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紮薩克多羅都棱郡王，是少有的蒙古開明

王公。他赴京到任蒙藏事務局總裁後即呈文建議建立新式蒙古學

堂，在呈文中他寫道：“竊維蒙、藏、青海等處，交通不便，風

氣閉塞，人民愚昧無知，不能順時勢謀進步。……今民國共和，

首以發達民力為宗旨，參議院議決兩院選舉法五族一體，於立法

機關既享平等之權，大總統優待蒙、藏一視同仁，于行政方針又

持大同之旨。本局自當仰體鈞意，擁護共和，就前清咸安宮等三

學及蒙古學基礎擴充改良，使蒙、藏、青海人民共受同等教育，

開通其智識，促進其文化，俾能發揮其生產力，運用其選舉權，

以副民國宗旨。”
31

貢王呈請開設專門面向蒙藏邊疆地區的新式學堂，是因為他

親歷清末國家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疆振興理想，為此建立的蒙

藏學校也有他強烈的個人色彩。

首先，北京蒙藏學校是貢桑諾爾布個人在本旗辦學經驗的

移植。北京蒙藏學校並不是貢王投入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早在此

前清末新政時期，他就在喀喇沁右旗試辦了崇正學堂、守正武學

堂和毓正女學堂三所學堂。1902年10月31日，貢王在府內西院開

辦崇正學堂，招收旗民的青少年及適齡兒童入學。然而本旗民眾

一時對新學堂認識不足，又聽信謠言，貢王在第二年不得不以免

稅除役來吸引本旗民眾將孩子送來上學。
32
 1903年貢王又趁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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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之機，私訪日本，遊歷考察政治、教

育、工業、軍備等情況。回國後貢王於7月設立守正武學堂，12月

開辦毓正女子學堂，聘請日本軍教官和女教師。
33
 時值庚子之後

日俄在中國東北爭奪勢力範圍，日本此時結交貢王無疑有背後的

侵略目的，但另一方面來看，這些經歷也讓貢王深切體會到現代

教育對於邊疆民眾的重要性。

其次，學校設立的目的是振興邊疆。貢王自己在清末民國政

權嬗變之時也有過非分之想，此事被時任熱河都統熊希齡偵知上

報袁世凱，袁世凱於1912年8月任命貢王為蒙藏事務局總裁，貢王

9月9日赴京就職，並于10月晉封親王。
34
 袁世凱一方面用高官顯

爵籠絡貢王，另一方面也讓他脫離本旗無法有行動力量，自此貢

王逐漸安下心來，轉向邊疆人才培養。

貢王對北京蒙藏學校的影響並不僅僅體現在立校目的上，

學校的管理層、教師群體以及招生，也都清晰地體現著他的影

響。正是這些結構性要素，讓1920年代初的蒙藏學校矛盾四伏。

從學校的管理層來看，歷任校長都與貢王關係緊密。根據 

《北平蒙藏學校沿革志略》，自1913年開學到1924年，北京蒙藏

學校的校長共有七位：達壽、張文、傅柏銳、張武、王維翰、金

永昌、吳恩和。除張武、王維翰目前找不到個人經歷材料，其他

五人均是貢王的舊交、屬下和本旗學生。

達壽校長是蒙藏學校第一任校長，也是北京政府時期北京

蒙藏學校在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14年–1922年）。達壽於1908

年、1911年先後被任命為理藩部左侍和理藩部大臣，負責清廷蒙

古政務。1909年9月，理藩部著手組織蒙藏地區資政院議員選舉

事宜，召集在京蒙古王公進行商討
35
，此時達壽與在京陸軍貴胄

學堂學習並御前行走的貢王相交。1910年5月貢桑諾爾布當選資

政院外藩王公世爵議員，1911年10月後，達壽又短暫當選資政院

副總裁。二人在這一時期接觸較多，關係日密，最終成為摯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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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任校長張文，字獻廷，蒙名阿育勒烏貴，喀喇沁右旗五

龍合村人，為貢王旗民。因熟悉司法案件而出任喀喇沁右旗駐熱

河官員。1912年他隨貢王赴京，出任蒙藏事務局第四課課長、機

要主任、參事、總務廳長以及國會議員等職。
37
他是貢王的親信，

得以繼達壽之後出任校長。

接替張文擔任代理校長的是長期擔任蒙藏院第一司司長的傅

柏銳
38
，此後1923年4月至11月任校長的張武身份不清，期間學校

因師生衝突陷入混亂。貢王又先後任命京師員警廳司法處長王維

翰
39
，貢王本旗崇正學堂培養出來的金永昌、吳恩和

40
 為校長，

整頓學校秩序。

學校的教師群體同樣與貢王有著密切的私人關係。以1920年

學校中學班教師為例，概況如下：

表1 1920年北京蒙藏專門學校中學班教職工名單

姓名 籍貫 履歷
擔任

職務/學科
通周授
課時數

薪俸 
數目

劉重源 京兆三河
從北京求 
實中學來

歷史
每小時
1.5元

張鳳翔 直隸灤河 同上

黃昌壽 安徽含山
從北京求 
實中學來

地理
同上

姚克恭 京兆固安 同上

蔡觀光 安徽懷寧 同上

巴彥泰 喀喇沁右旗 蒙語 同上

吳恩和 喀喇沁右旗 蒙語 同上

崇貴 滿洲鑲藍旗 同上

程樸洵 蒙古鑲白旗 同上

楊書升 直隸定縣 同上

盧之塏 直隸定縣 同上

資料來源： 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
版社，2008年，第70–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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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表中，劉重源畢業于清末增生八旗師範學校
41
，張鳳翔

為宣統二年（1910年）會試一等，民國三年（1915年）任蒙藏院

總裁秘書
42
，程朴洵曾留學日本

43
，崇貴肄業於清末宗室覺羅八旗

右翼中學堂
44
，楊書升畢業于日本宏文學院

45
，巴彥泰、吳恩和來

自喀喇沁右旗。可見蒙藏學校當時的教師主要分為三個來源：首

先是于貢王有關係的內蒙古喀喇沁旗青年學生，大多是曾在旗內

崇正學堂畢業，或在北京或在日本深造；第二部分是曾經科舉或

在八旗學堂就讀的傳統文人，他們來此教書大多與達壽校長有關

係；第三部分是有過留日經歷的知識份子。

那麼蒙藏學校的學生結構又如何呢？根據蒙藏學校的成績

單，1922屆法律專科畢業生共12人，其中來自綏遠土默特旗的

3人，喀喇沁地區的3人，京兆宛平縣的3人，內地、察哈爾和敖

漢旗3人。1923屆政治經濟預科畢業生共31人，其中來自熱河喀

喇沁地區（包括喀喇沁三旗和朝陽、建平、淩源、平泉等縣）

達20人，占絕對多數；畢業生第二多的生源地就是綏遠土默特

旗，有5人。其餘則來自熱河、遼寧、察哈爾等其他省分的蒙旗

和直隸省各地。
46

綜上，通過分析學校管理層、教師、學生的結構，我們可以

看到：北京蒙藏學校在管理上由貢王及其親信把控；教師多為舊

文人，且多與貢王有私人關係；學生主要來自以喀喇沁地區和綏

遠土默特旗兩地，其中喀喇沁地區的學生佔據一定優勢。這就是

1923年李裕智、吉雅泰、烏蘭夫等土默特蒙古青年入學時面對的

學校環境：一個地緣上喀喇沁人占優，風氣上因循守舊的學校。

三 學政衝突與矛盾激化

深受“新文化”思想影響的綏遠土默特蒙古青年來帶北京蒙

藏學校這個新的“微觀教育場域”後，未待求學生活開始，即遭

遇嚴重的衝突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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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烏蘭夫、奎壁等回憶，1923年秋入學後，一連串的事

件將土默特蒙古青年捲入北京蒙藏學校校園風波中。“家鄉代

表請願”——“停止官費”——“張武解職”——“驅逐校長”

構成了一個因果系列事件
47
：1915年北京政府欲重新確權歸化城

土默特蒙古人的戶口地以搜刮錢財，土默特蒙古人如不繳納高額

地價就面臨土地喪失的危險，是為“乙卯大照”事件，歸化城土

默特蒙古人推出代表連年向北京政府請願，這一年土默特蒙古青

年學生恰逢在京便為之奔走卻沒有結果。北京政府解除同情學生

的張武校長的職務，而土默特蒙古學生們相繼驅逐了兩任校長，

這加深了他們對學校內部的階層矛盾和地域矛盾的認知。趁此時

機李大釗派出鄧中夏、趙世炎、劉伯莊、韓麟符、李渤海等人進

入蒙藏學校開展宣傳，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便在1923年冬天都加

入到團組織中。

長期以來有關此段歷史的書寫大多基於上述回憶材料
48
，且

時間多有錯亂，本節嘗試以多重史料互證，重新考察土默特蒙

古青年到校以後的校園風波，進而重新理解他們的思想和認知

轉變。

民國三年（1914年）綏遠當局發出佈告，要求土默特旗蒙古

人限時贖回出租出典的“戶口地”，逾期不贖則令租種土地的民

人交清押荒銀，換領執照，不得贖回。所換領的財政部地照按年

歲被民間稱為“乙卯大照”，是為“乙卯大照”事件。
49
 為了保住

自己世代相襲賴以生存的“戶口地”，歸化城土默特蒙古人連年

請願，而與土默特蒙古青年在京就學時間相符的一次是民國十三

年（1924年）
50
，此時距離他們入學已經一年。因為請願而被停

發官費更要遲至1924年11月51
，因此土默特青年學生與校方和蒙

藏院矛盾的起點並不是為家鄉請願而被停發官費。

實際上在1923年秋季，張武校長並不是被北京政府解職，而

是因校產變賣案和學校經費拮据而主動辭職；驅逐校長事件也並

不是“壓迫和反抗”的事件，而是教學矛盾引發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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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北京蒙藏學校在1923年暑期決定重開中學班招生，但是

到秋季學校就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校園房產也被人覬覦，土

默特蒙古青年入京求學在一開始就不順利。1923年11月5日起連續

三日，時任北京蒙藏學校校長的張武在《晨報》刊登聲明：“本

校校舍雖系租借性質，但屬國立教育機關，茲聞所管機構已將校

舍變賣，武對此事不能不有左之宣言：一，本校隸屬蒙藏院，非

有院令絕不承認。二，即有院令非有相當永久校舍，寧可辭職絕

不遷讓。（一、二兩條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在校公佈矣）三，即有

相當永久校舍，果本校經費問題不能相對的解決，寧可辭職絕不

遷讓。”
52
 發佈宣言不久張武即辭職校長。

53

所謂“校產變賣案”源于時任北京政府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

濂的覬覦。蒙藏學校的校園西單石虎胡同8號租自財政部，被認為

是吳三桂舊宅
54
，吳景濂自稱是吳三桂後代，有意要恢復祖產，

故託名“吳益康”向財政部收買索要。當時房產估價8萬元，而

財政部僅以1萬元售出，一時輿論沸騰批評財政部損害公產。這

個案子一直拖到1923年12月，以吳景濂繳還執照告結。
55

與此同時，北京教育界正經歷嚴重的財政危機。1923年

9 月，曹錕以“賄選”出任北京政府大總統，10月又匆忙通過《憲 

法》 。為了慶祝這一“盛舉”，曹錕決定為欠薪已久的中央各

部門注資。然而當時北京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只有“鹽餘” 

（即當月鹽稅收入抵償外債後的餘款）一項，經過兩任財長東拼

西湊，終於在11月湊足了300萬元，經閣議，中央各機關僅得當月

應得經費之三成。
56
 這一財政危機一直延續到1924年2月春節，財

政部沒有辦法給中央各部門撥發足額經費。
57

北京蒙藏學校的上級部門蒙藏院自然也就只能獲得三成。按

蒙藏院預算自民國八年（1919年）至十三年（1924年）約為140

萬元上下，其中北京蒙藏學校的預算僅為3000元左右。
58
 蒙藏學

校在蒙藏院經費中占比很小，極易被忽略，1923年秋季學期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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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班後，北京蒙藏學校旋因經費不足而不得不合班上課。
59
 因

此，土默特蒙古青年回憶中的“北洋政府停止官費”，不過是蒙

藏院和學校經費短缺的一種曲折表述。

本來懷著求學熱情來到北京的土默特蒙古青年，面對的卻是

一個幾近斷炊、環境蕭索的學校，失望之情自然難掩。接下來校

方的舉動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1923年11月上旬，原京師員警廳司法處長王維翰接替張武出

任校長，然而直到一個月後才在學校第一次露面，在對學校情況

毫無瞭解的情況下立即要求教師出題測驗學生。教職員認為新班

上課剛剛一個月，各科教授進度不多，還不適合開展測驗。此時

王維翰和學生談話不合，遂離開學校。於是蒙藏學校全靠教師自

覺上課維持，學生們倍感憤怒決議驅逐校長。王維翰在學校露面

僅七天就掛職離去。
60
 接棒王維翰的是金永昌，他仍不能解決學

生的經費問題，不得不在次年春辭職。

驅逐校長除了經費和學校教學問題以外，還有另外一層原

因：守舊的校長禁止學生們參與社會活動。這與秉持“新文化”

思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土默特蒙古青年的認知和行動不符。

王維翰和金永昌都明令“禁止學生學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禁

止罷課”“老實讀書”“不准聽信異党分子的煽動，在校內外搗

亂鬧事”。
61
 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還專門給校長金永昌簽發訓

令，批評該校學生“學風頹放”“遇事囂張”“沾染惡習”，命

令金永昌在寒假期間改善學校管理辦法，在新學期按照新章程切

實實行。
62
 可見，來自土默特青年學生與學校管理層和蒙藏院之

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

那麼歸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來到北京半年不到，在尚

未熟悉的情況下為什麼就與校方和蒙藏院產生了如此矛盾？本屬

於校內的矛盾又與校外的“社會運動”和“異党分子”有什麼關

係，以至於兩任校長都強調不得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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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場域與身份轉變

儘管土默特蒙古青年經歷了“新文化”思想的洗禮，但是李

裕智、吉雅泰、烏蘭夫等一行四十人來到北京蒙藏學校時思想仍

比較單純，“這是土默特旗蒙古人外出學習人數最多的一次，應

該說這種舉動和我們當時的思想有直接的關係，……想出去學點

東西，也想出去闖一闖，當然還談不上什麼革命。”
63
 既然思想

單純、求學心切，為何貢王會專門怒斥這些學生“學風頹放、遇

事囂張、沾染惡習”？除了爆發出來的校園事件外，日常生活裡

土默特蒙古青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又有哪些不適？

作為土默特蒙古青年中年齡較長者，吉雅泰的回憶提供了

線索：“那時，這個學校在封建軍閥王公把持下是十分腐敗落後

的，提倡尊孔復古的封建思想和我們渴求解放的理想是格格不入

的”；“那時學校辦的不好，被一些官僚掌握著，學生們特別厭惡

學校，不想在那裡學習，而到北京師大一個補習班去學習”。
64
 

為什麼吉雅泰會如此討厭蒙藏學校的學習氛圍？在什麼意義上學

校的管理權被官僚把持？

如前所論，李裕智和吉雅泰都是歸綏中學“新文化”傳播的

骨幹，也是土默特蒙古學生群體的交流中心。吉雅泰甚至曾因為

古文與白話文的問題與他的校長、綏遠本地著名士紳、文人榮祥

發生爭執，以至於被開除出校。
65
 而北京蒙藏學校的課程卻是以

孔孟之道為主，這不能不讓李裕智、吉雅泰等發生內心的厭惡。

北京蒙藏學校的教學內容源自貢王的教育理念：一方面，貢王自

己的古文功底深厚，自幼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他和

達壽校長延請的國文教師大多是舊式知識份子，故而北京蒙藏學

校內的氛圍顯然並不開放，吉雅泰、李裕智對此有相當不滿。

這種厭惡也與學生個人狀況有關：相比于受新文化思想影

響較深的李裕智、吉雅泰，年齡較小的烏蘭夫並沒有很強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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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他在歸綏時只上到高等小學，對蒙藏學校的課程並沒有很

大抱怨：“學校開設的課程有：國文、蒙文、數學、歷史、地

理、自然等。其重點仍然是灌輸孔孟之道，和普通中學沒有甚

麼兩樣。我們對這個學習機會都很珍視，對每一門功課都是認

真刻苦地學。”
66

另外，學校管理層的身份也是引起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反

感的因素。除了吉雅泰強調這所學校被軍閥官僚封建王公把持，

烏蘭夫、佛鼎也認為，蒙藏學校不過是北洋軍閥政府開辦用來

培養統治蒙古民族的工具的學校。
67
 這與學校管理者的身份關

係密切。

在土默特蒙古青年此前的教育經歷中，學校的管理者一直

是識知識份子。上文提到，1921年李裕智、吉雅泰、孟純入學時

歸綏中學的校長是剛剛到任的北師大畢業生祁志厚；烏蘭夫、佛

鼎、奎壁所在的土默特高等小學校的校長則是土默特旗本地的蒙

古文人孫永貞。
68
 在綏遠和土默特旗重視教育的環境中，中小學

校長均由本地知名文人或者本地在外學習歸來的知識份子擔任，

與政治官僚差別很大。而土默特蒙古青年進入北京蒙藏學校後經

歷的四任校長中，衹有張武曾留學德國，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深受同學歡迎。
69
 連續被學生趕走的王維翰和金永昌都是普通官

僚：王維翰來自京師員警廳；金永昌長期擔任國會議員。其後繼

任的吳恩和，同樣和金永昌是貢王親信的學生，出身喀喇沁右

旗，但長期在北京蒙藏學校任教，一直以教師身份出現在學生生

活中，理解學生處境，對待學生較為溫和，故而學生們最後能夠

接受他擔任校長。

蒙藏學校的招生結構和校園空間安排，進一步將土默特蒙

古青年學生對授課風格和管理者身份的厭惡轉化為地緣性群體

的身份認同。

1923年秋，榮耀先在土默特共招收39名蒙古青年來蒙藏學校

上課
70
，同時入學的喀喇沁旗學生有20多人

71
，再加上當年暑期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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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政治經濟預科31人，總計學生近100人。這些來自內蒙古各地

的蒙古族學生在生活空間上被按照地域劃分開來：“當時有個東

大寢室和西大寢室，東大寢室住的是西部土旗蒙古人，西大寢室

裡住的是東部喀喇沁旗蒙古人。”
72
 這進一步在學校的日常生活

中明晰了喀喇沁青年和土默特青年之間的群體界限。

圖1 同治五年傅咸府邸畫樣，該院落即後來的北京蒙藏學校校址， 

在第二進院子裡的東西廂房各五間，即當時的東西大寢室。
73

於是，土默特蒙古青年在蒙藏學校面對的是：來自喀喇沁的

蒙藏院總裁貢王派駐了來自喀喇沁的校長，教授傳統知識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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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喀喇沁，對面宿舍住的是來自喀喇沁的同學。在這樣的環境

中面對學校發生的一系列風波，土默特蒙古青年的厭惡和不適逐

漸發展成為對喀喇沁人的地域隔閡。

恰在此時，校外社會力量的介入讓這種隔閡轉化為學生們的

政治選擇和身份認同。

土默特蒙古青年入學後，便引起了北京城各政治派別的注

意，諸多政治要人紛紛來校宣傳演講：“我們去了以後，社會上

各政黨、各政治派別的注意力，便集中在我們這一批蒙古族知識

份子身上。國民黨、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黨以及其他派別，

都到蒙藏學校活動過，江亢虎、吳稚暉都去發表演說”；“蒙藏

學校當時在政治上是比較活躍的地方。記得當時有個丁維汾，雲

佳惠（即雲恒）[筆者注：當為雲嘉惠，即雲亨] 到蒙藏學校活

動，他是老同盟會員，認識孫中山。”
74
 可見當時北京蒙藏學

校當時熱鬧的氛圍。

蒙藏學校翻湧的校園事件也引起了中共黨組織的注意。來

自熱河建平縣的韓麟符此時參加了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大學馬克思

學說研究會，他是天津團組織的創建者之一，因其來自內蒙古地

區，熟悉內蒙古情況而被派往北京蒙藏學校拓展組織。在學校韓

麟符通過同為熱河人的張良翰結識了李裕智、吉雅泰等人，遂在

土默特蒙古青年中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
75

土默特蒙古青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響，又在學校面臨

來自校方的壓力和守舊的學風，很容易就被韓麟符的宣傳吸引，

進而轉向中共黨、團組織。孟純回憶道，當時住在東寢室的土默

特蒙古青年四十人，除兩個人以外都加入了中共黨、團組織，以

至於蒙藏學校的組織會議召開會議十分方便，只要有人在門口放

哨，屋裡就能開會。
76
 這種空間場域進一步加深了土默特學生基

於地域的政治身份認同，從而成為一個高度凝聚的共同體。

到1924年7月，這一批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已經全部被接納

為共青團員。
77
 從此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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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結

正如王奇生指出的，中國近代的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

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小知識份子主導的。然而不同于大知識份子

擁有的突出歷史地位，中小知識份子很難用思想史的方式來研

究。如何探索中小知識份子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的思想轉變、革

命選擇？應星有關“新教育場域”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

本文同樣從“教育場域”的概念出發，嘗試從微觀層面上討

論“土默特蒙古青年”這個群體的群體邊界形成、思想底色、精

神氣質以及身份認知和革命轉向。

本文的討論表明，綏遠地區的“新文化”思想傳播和北京

蒙藏學校共通形塑了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群體：“新文化”思

想的傳播構建了土默特青年的思想底色，愛國運動加深了他們作

為共同體的聯係。蒙藏學校的管理制度、授課傾向、學風氛圍以

及校園風波引發了土默特青年群體的抵觸，這種抵觸進一步通過

學校的學生地域結構和空間生活安排加深為基於地域的群體身份

認同。恰在此時，中共進入蒙藏學校開展宣傳，傳播新思想，號

召反對壓迫，引發土默特青年的共鳴，進而讓他們一同走上中共

的革命道路。

微觀層面的考察表明，群體的革命發生機制並不能用單一

因素解釋，相反一個群體從形成到走上革命道路需要一個歷史過

程，在這個過程中諸多社會要素不斷彙聚。群體中的每個人都是

在社會要素和關係網絡之中成長的。因此“場域”概念更適合用

於解釋群體形成和認知轉向的歷史過程。

北京蒙藏學校正是一個這樣的微觀教育場域：保守的管理，

傳統的教學，按照地域劃分的生活空間，思想開放的新學生，偶

發的校產變賣案和經費短缺，外部社會力量的加入，所有這些要

素都彙聚在北京蒙藏學校，催生出走向中共革命道路的土默特青

年學生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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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知識份子與中國近代革命的聯繫並非簡單的思想關

聯，還有地緣、身份群體、空間和偶發事件等諸多要素，這些

要素發揮的作用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要看具體的場域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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